洪谦论弗雷格的数的定义
2006年11月澳门“哲学交流与文化融合”会议论文
程炼 北京大学哲学系 100871

摘要：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对弗雷格的数的定义提出两项批评，本文重构和解释了洪谦的论证。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洪谦对弗雷格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本文还指出，洪谦的错误来源于他对维也纳学派的核心原则——证实原则的不佳辨析的运用。

洪谦先生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尤其传播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功劳，是世人皆知的。他早年的著作《维也纳学派哲学》
为中国人了解维也纳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品。其中有一篇小文章，题为“弗雷格、罗素与数理逻辑问题”，虽然不是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直接介绍，但把这个学派的某些核心原理，在数学哲学方面作了一些应用。该文章分上下两个部分，分别批评了弗雷格关于数（基数）的定义、弗雷格和罗素的数理逻辑思想。在本文中，我将讨论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对弗雷格的批评，我的讨论将指出这件样品中的一些瑕疵。我需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对弗雷格的计划抱有同情心，但捍卫和推进他的计划是一回事，让他的计划免受由于曲解和错误引起的不该受到的批判，是另一回事。这篇短文所要做的，正是这个“另一回事”。

大概是由于条件艰苦、资料匮缺，洪谦那一辈的先生们写文章，很少将引证的观点和参考文献标清楚。这一点上，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在我要讨论的这一部分，洪谦只花了不到四个印刷页来严厉指责弗雷格的数的定义。在进入具体讨论之前，我有一个感触。洪谦写作这篇文章的上世纪40时代，一般中国读者，甚至包括哲学专业人士，是不太可能接触到弗雷格的文献的，无论是原作还是译本。但是，洪谦的评论文章，即使今天让熟悉弗雷格思想的人来阅读，他们也会发现对弗雷格观点的铺呈是不够的。洪谦在短短的篇幅中夹叙夹议，一方面，弗雷格思想的原貌没有得到反映，另一方面，弗雷格的工作，不像维也纳学派哲学那样得到同情性的诠释。这造成的一个印象是，洪谦的批判大都显得突兀和剧烈。洪谦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主旨是纯批判性的。由于从文章中看不出他在相关问题上的正面想法，这也让读者不明白洪谦的批判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为了理解和评价洪谦对弗雷格的批评，我在我认为必要的地方做了一些展开。

弗雷格的数学哲学体现了一种“基础思维”（foundational thinking），基础思维的意思是，数学这门学问还不够基本，它能够被简约到更基础的学问上；逻辑是最为稳妥的基础，一旦数学被还原为逻辑，变成一门逻辑分支，数学基础就确定了。弗雷格的奠基工作从数学的一个子部分——算学做起。弗雷格关于算学的观点包含下面三个想法：（1）数与概念的联系；（2）个体数作为对象；（3）算学作为逻辑的延伸。
在评论弗雷格计划的哲学文献中，关于第一个想法的讨论相对较少。第二个想法引起了复杂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争论，如数是什么样的对象？如果数被理解为某种抽象实体（abstract entities），人类心灵如何认识这些抽象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规律？第三个想法涉及由罗素悖论引起的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洪谦的批评则完全从弗雷格的第一个想法——即数的定义上下手，对哲学味道更浓的后两个想法丝毫没有触及。
弗雷格算学哲学的第一个想法得到较少关注，主要是因为弗雷格是在非常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概念”这个概念的。一旦弗雷格的使用得到澄清，人们普遍觉得如何将数赋予一个更具体事物还是赋予更一般的类或概念的问题，对于弗雷格的奠基工作而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简言之，弗雷格的数的定义包含两个步骤，首先借助休谟原则定义等数类或等数概念，然后将一个个体数定义为与某个类等数的类的类。就对基数的定义而言，弗雷格的做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流行的，更谈不上是最经济的、最简洁的，例如冯·诺依曼和蒯因就各有不同的定义法。不过，弗雷格的定义的独特之处是，他认为他的数的定义使用的是严格的逻辑概念。这一点将他的逻辑主义纲领与其他为数学寻找基础的尝试（如今天最流行的集合论的数学基础）区分开来。
一般而言，评价一个定义的好坏是有若干元标准的。一个坏的定义通常至少具有下述特点之一：（1）循环的；（2）不精确的；（3）啰嗦的或不必要地复杂的；（4）带来坏结果的（如自相矛盾或导致悖论）。至少在定义基数的初始阶段，弗雷格并未触犯这些标准。或许弗雷格定义在简洁性上有疑问，但只要保留他的逻辑主义纲领的前提，任何简化的定义都是受到欢迎的，因而弗雷格的计划并不受到什么冲击。有趣的是，洪谦并未用这些定义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来找弗雷格的碴儿，在对弗雷格定义的批评中，他反复运转使用的似乎是维也纳学派的嫡传家法——证实原则。
弗雷格的第一个步骤是定义两个概念之间的等数性。弗雷格的概念相当于素朴类，即任何一个类都被其成员所封闭。这意味着对一个类而言，它有确定的成员数，对一个相关联的概念而言，一个个体对象是否落在这个概念之下是有明确答案的。根据休谟原则
,两个类是等数的，当且仅当两个类的成员之间以某种方式呈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先看洪谦对弗雷格定义的第一个步骤——对等数性的刻画——的批评：
“弗雷格曾告诉我们——两个群是否为相等数，是以它们有无一对一的关系为标准。这样的两个相等数的群的定义在理论上是对的，可惜弗雷格并没有想到命题意义与证实方法的关系，因此它不能得到实际上的作用。虽然弗雷格在他的定义中已经说出两个相等数的群的证实特征，这两个群的一对一的关系，但并未指出如何达到这个特征的方法，所以它仅是一种对于两个相等数的群命题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教我们如何得到两个相等数的群命题的意义标准。”

洪谦的这段评论非常令人费解。他先说弗雷格对等数类的定义在理论上是对的。“在理论上”是什么意思？在哪个理论上？这里我所能想到的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洪谦认为休谟原则是一个逻辑命题，或者至少是一个近于逻辑的命题，因此这个原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这种解释跟他持有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有抵牾，这是因为，洪谦在接下来的评论中说休谟原则“不能得到实际上的作用”、没有“教我们如何得到两个像等数的群命题的意义标准”。根据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观，逻辑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是不言说世界的“套套言”（tautology，也称“同语反复”），不是通过经验来证实的，因而不满足另一类有意义命题——经验命题的意义标准。倘若洪谦认为休谟原则是逻辑命题或者准逻辑命题，那么他后面的话就是多余的。因此，洪谦后面的评论否定了他认为等数性定义是逻辑命题的解释。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等数性定义是直观上有效的非逻辑命题。这种解释要求我们不要把“理论上是对的”看得太重。按这种解释，或许洪谦的真正意思是，弗雷格的等数性定义尽管“看起来”是正确的，“直观上”是对的，但由于弗雷格没有给出证实方法，因而可能是、或者接近于无意义的“伪命题”。洪谦“可惜弗雷格并没有想到命题意义与证实方法的关系”，殊不知，弗雷格出版《算学基础》的时候（1884年），提出意义的证实原则的洪谦的恩师石里克还是刚学会走路的两岁儿童。若弗雷格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维也纳学派怕是要斩掉首字，成为“也纳（Jena）学派”了。
或许，洪谦只是指责弗雷格没有给出证实两个类等数的方法，而不是指责他不可能给出这种证实方法。我认为任何人站在弗雷格的角度都不可能满足洪谦的要求，这是因为弗雷格类在辖域上没有限制，一个类的成员可以是抽象对象，也可以是物理对象、甚至心理对象，还可以是其他类。更重要的是，弗雷格的等数性定义只要求等数类的存在，不要求如何将等数类构造出来，不管是用那种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洪谦误解了弗雷格的工作。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洪谦才过分使用了证实原则。理由如下。
弗雷格的休谟原则是用一个双向条件句来表述的：

（HP） 对于任意两个类F和G，F等数于G，当且仅当，F的成员在某种关系上与G的成员呈一一对应关系。

用公式表达就是
  (∀F)(∀G)[(Nx:Fx = Nx:Gx) ↔(F1-1G)]

现在，让F和G以洪谦所举的例子“教室A内的桌子”和“教室B内的椅子”来分别代入，我们得到：
（E1） 类[教室A内的桌子]等数于类[教室B内的椅子]，当且仅当，教室A内的桌子和教室B内的椅子呈一一对应关系。

洪谦说，若我们要证实教室A内的桌子与教室B内的桌子呈一一对应关系，必须用某种方式（如在每张桌子旁边放一把椅子）来确立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一定是一种事实关系，不是逻辑关系。因此，他说，
“（一）两个群的互相关系是不存在的；在我们未树立课室A与B内的桌子与椅子一对一的关系以前，则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

（二）两个群是否为相等数不能从它们的互相并列性推论之，非事前知道它们实际的关系是怎样，因此我们如不知道所指示的桌子与椅子一对一的关系，我们怎样知道在一张桌子之旁分列一张椅子呢？”


洪谦的意思是，“教室A内的桌子和教室B内的椅子呈一一对应关系”是一个经验命题，我们若不能将这些桌子和椅子一一并列，便不可知道两者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点没错，弗雷格也不会否认。但是，洪谦的攻击没有打在靶子上。理由是，弗雷格认为，两个类的等数性先天地等价于两个类的成员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洪谦只是表明（许多）一一对应关系是后天的，需要通过经验证实的。当然，如果弗雷格的先天等价是成立的话，那么（许多）等数性也是后天的，需要通过经验证实的。弗雷格认为休谟原则是一条自明的原则，换句话说，人人都能看出这条原则为真。洪谦的批评是，判断双向条件句的两个从句中的任何一个的真值，都需要某种证实方法。这一点弗雷格或许并不表示反对，也没有必要去反对，但这不意味着确定整个句子的真值都需要某种证实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经验事实，一个关于等数性，一个关于一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等价性一定是经验的或后天的吗？当然不是，即使全盘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看：


（E2）  张三是单身汉，当且仅当，张三是未婚男人。

（E2）的两个子句都是经验命题，但整个句子，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招牌说法，是依据意义为真的分析命题。在这个意义上，（HP）和（E1）都可能是分析命题，不需要证实原则来确立真值的命题。因此，洪谦对弗雷格的等数性定义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关于（HP）的逻辑特征，当代有大量的争论。有些人，如当代一些新弗雷格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有自明性的分析命题，后者是一条逻辑原则；有人不满意将算学还原为（HP）加二阶逻辑，这些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

我大胆做出一个推测，一个在我看来很有道理的推测。从洪谦对弗雷格的批评看，他可能不自觉地持有这样一个原则，我把它称为“有意义性的复合原则”：
一个复合命题是有意义的，仅当，该命题的每个子命题是有意义的。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由于（对于经验命题而言）有意义性必须归结为可证实性，因此，上面的原则可以蕴含着下面的原则：



一个复合命题是可证实的，仅当，该命题的每个子命题都是可证实的。

洪谦似乎是借用这个原则或者某个类似的东西来攻击弗雷格的。他强调，概念或类之间的等数关系，以及概念或类之间的其他关系，有一些是依定义成立，如“A属于A·K·班”，有一些建立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如“鲸鱼属于哺乳动物”。前一类的关系是同语反复，后一类“从纯粹逻辑立场是无法推论的”
。依据上面的原则，他的想法好像是，如果一个复合命题的某个子命题不是同语反复，那么整个复合命题也不是同语反复。用在弗雷格身上，情况就是这样的：休谟原则说，概念[教室A中的桌子]等数于概念[教室B中发椅子]，当且仅当，教室A中的桌子与教室B中的椅子可以以某种方式一一并列；既然后者是需要经验方法来证实的，那么整个双向条件句就不再是一个同语反复。但意义的复合原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今天或者下雨，或者没有下雨”的确是一个同语反复，但它的任何一个子部分都是经验判断，就像上面的命题E2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洪谦对弗雷格的第一个批评，是有错误的根源的。

洪谦对弗雷格的数的定义的第二个批评集中在弗雷格的第二个步骤——将数定义为等数类的类——上。他说，

“此外弗雷格的‘单群之数’的定义，也不是无逻辑的缺点。弗雷格认为个数为一种类的类。譬如说‘桌子上有三个苹果’，为数字3相似的类，如同我们左手五指能为数字5相似的类一样。不过弗雷格所不能想到的，我们的语言不是为句子形式独能支配，此外有一种语言在这个形式之外，而自有其意义，这就是所谓命令式的语言。我们能从‘桌子上有三个苹果’、我们左手的五指当作数字3与5相似的类，或者‘三之类’‘五之类’的成分，可是不能从三个苹果中而构成数字3的概念，因为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三个苹果’，仅在于命令某人拿三个苹果来而已。总之弗雷格的定义是以主宾词的句子形式为基础，但不知这样形式的语言是没有普遍的表达可能性的，这一点自经罗素说明以后，似已不成问题了。”


这段评论中包含两个子评论，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没有说出弗雷格数的定义的“逻辑缺点”。第一个评论说，弗雷格的定义没有照顾到祈使句的意义。诚然，弗雷格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日常语言以及科学语言中数词或数字表达式的逻辑特性，例如他说“一个包含数的陈述的内容是对一个概念的断言”
。但我们不必将弗雷格的计划理解为对一切含有数的表达式的逻辑分析。在自然语言中，许多貌似陈述句的表达式，如某个场合下说出的“桌子上有三个苹果”，“你兜里有100块钱”，实际上是祈使句，意思是“把苹果递过来”、“你付钱吧”。分析这些句子的特点，是语用学的任务。弗雷格没有直接处理这些题目，并不是他的理论的直接的逻辑缺陷，就像量子力学不说明经济规律不是量子力学的理论缺陷一样。洪谦的第二个评论说弗雷格的定义是以主宾结构的句式为基础，我遗憾地没有找到对这个评论的文本支持。实际上，早在1879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概念文字》中，弗雷格就明确提出用函数-主目分析替代传统的主词-谓词分析的主张，这个主张在后来的论函数与对象的关系中得到在重要发展，成为弗雷格的本体论的基石。

在完成前面几个对弗雷格的批评之后，洪谦在论文这一部分的结尾讲到罗素悖论的发现和弗雷格计划的失败，最后，他不无自豪地说，“假如弗雷格当时就发觉本文所指出他的数的定义所包含的缺点，那么他等不到罗素的警告之后，便早已对于他的‘数理哲学’持消极态度了。”
 我想，单从我上面对他的论证的分析看，洪谦先生的自豪当是为了在当时的抗战年代起到鼓舞人心士气的作用。解释或许只能是这样的：洪谦爱证实原则，爱心太切，以至于不加辨析地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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